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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通勤悖论”：通勤时间如何影响幸福感* 

吴伟炯 
(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本文从社会过渡带和心理过渡带两个方面对“通勤悖论”进行解析, 构建了通勤时间影响幸福感的理论模

型。通过对广州市白领的追踪调查和多项式回归分析, 结果发现：(1)婚姻状态(社会过渡带)具有调节作用, 未婚员

工通勤时间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 已婚员工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有曲线影响; (2)恢复体验(心理过渡带)

具有交互效应, 心理解脱调节了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通勤效用的关系, 放松体验调节了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快乐

度的关系; (3)已婚员工通勤时间与通勤效用和快乐度的关系受放松体验调节, 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受心理解脱调

节; (4)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的影响, 以及婚姻状态和恢复体验的交互效应, 以通勤效用为中介; (5)员工

在“通勤时间陷阱” (1.75~2.75 小时)的效用均衡。结论有助于分析“通勤悖论”的深层原因, 对城市管理、企业管理

和个人都具有积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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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 中国主要城

市正在进入一个整体性交通拥堵的时期。过长的通

勤时间已经成为政府和企业的关注焦点。然而, 政

府的规划措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难以取得令

人满意的成效, 例如北京回龙观、苏州工业园。这

背后的原因, 除了政府部门的主观“设计”之外(郑思

齐, 徐杨菲, 谷一桢, 2014), 我们对于个体如何配置

通勤时间还知之甚少, 这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近年来, 通勤时间如何影响幸福感？这一议题

引 起 了 多 学 科 的 关 注 ( 如 Stutzer & Frey, 2008; 

Turcotte, 2011; Olsson, Gärling, Ettema, Friman, & 

Fujii, 2013; Martin, Goryakin, & Suhrcke, 2014; 

Kroesen, 2014; Nie & Sousa-Poza, 2016)。通勤是最

不快乐的活动之一 (Kahneman, Krueger, Schkade, 

Schwarz, & Stone, 2004), 传统经济学假设通勤时

间的配置是理性经济人权衡通勤成本与收益的结

果, 认为通勤时间增加必然可以由低廉的房价和高

收入的工作得到补偿。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 

Stutzer 和 Frey (2008)对德国员工的研究发现, 通勤

时间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和健康满意

度。学者们将“通勤时间延长未必换来相应补偿”的

效用失衡现象称为“通勤悖论” (commuting paradox)。  

通勤是由于居住地与就业地的空间分离而产生

的。一些研究支持了通勤悖论, 例如英国女性员工

的通勤时间负向影响其心理幸福感(Roberts, Hodgson, 

& Dolan, 2011)、美国员工通勤时间超过 40 分钟将

导致通勤满意度下降(Smith, 2013)。然而, 一些研

究却没有发现通勤悖论, 例如 Humphreys, Goodman

和 Ogilvie (2013)对英国员工的研究没有发现通勤

时间与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关联; Dickerson, Hole 和

Munford (2014)也发现通勤时间与心理健康、生活

满意度的相关不显著。Olsson 等人(2013)通过瑞典

员工的调查发现, 通勤过程的感受以中性和积极的

情绪为主, 而不是消极情绪。Turcotte (2011)对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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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雇员的研究发现, 通勤时间超过 45 分钟可以提

升雇员的通勤满意度。上述研究表明, 通勤时间对

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可能是复杂的。基于此, 深入探

索通勤时间影响幸福感的边界条件和内在机制, 不

仅对通勤悖论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而且对政府和企

业管理如何进行有效的管理制度设计, 避免个体陷

入通勤悖论, 同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本文借鉴工作−家庭边界理论的思想, 将通勤

视为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之间的过渡带。工作与家

庭边界包括物理边界、时间边界、社会边界和心理

边界(Clark, 2000; Ashforth, Kreiner, & Fugate, 2000)。

通勤作为工家边界的过渡带, 也应该包括了物理过

渡带、时间过渡带、社会过渡带和心理过渡带。以

往的研究只探讨了通勤的物理和时间属性, 尚未涉

及其社会和心理属性。本文认为, 对于不同社会过

渡带、不同心理过渡带的员工, 配置等量的通勤时

间可能形成不同的幸福感。社会过渡带是从社会关

系和社会网络来界定通勤：连接了工作的社会关系

(如上下级、客户)和家庭的社会关系(如夫妻、子

女)。心理过渡带是个体根据物理过渡带、时间过

渡带和社会过渡带的相关要素, 采用心理策略把它

们重新组合起来, 建立起自己的心理过渡带, 以此

来管理自身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因此, 从社会过

渡带和心理过渡带出发剖析通勤时间的影响边界

及其内在机制, 可能是进一步明晰“通勤悖论”的重

要突破口, 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以往的通勤研究大多关注通勤时间对生活满

意度的影响效果, 不仅局限于对主观幸福感的认知

维度的探讨, 还很少在实证方面涉及通勤效用, 这

使得“通勤悖论”未能得到较深入的考察。本文首先

采用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两个指标, 分别从认知、

情感维度评估通勤时间对幸福感的影响。紧接着, 

本文考察了通勤效用在通勤时间与幸福感之间的

中介作用, 并分析婚姻状态(社会过渡带的决定因

素之一)和恢复体验(心理过渡带的影响因素)的调

节作用是否通过通勤效用的中介而实现。图 1 为本

文的研究框架。 

目前的研究背景多以西方国家为主, 关于中国

员工的研究很少。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

差异, 在对通勤时间的权衡上, 中国员工与西方员

工可能不同(Spector et al., 2004)。在中国员工中, 白

领是伴随中国社会转型和城市化程度加深产生的

中产阶级, 这一群体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因此是

非常值得探讨的。为排除劳动力市场供需水平、城

市规划、房价、医疗保障状况等因素的干扰, 我们

对同一城市员工开展调查与分析。本文选择超大城

市广州的白领员工, 以提高取样的代表性。同时, 本

文为提高内部效度, 将从多个时点调查采集数据。

通过以上工作, 本文试图解析中国背景下的“通勤

悖论”, 刻画出通勤时间影响幸福感的边界条件和

作用机制, 为城市管理和企业管理提供有益信息。 
 

 
 

图 1  本文的研究框架 

 

2  理论与假设 

2.1  通勤时间与通勤效用 

通勤效用源于边沁(Bentham)的“效用”论 , 涵

盖 着 通 勤 相 关 的 快 乐 和 痛 苦 的 体 验 。 本 文 借 鉴

Milakis 和 Cervero 等人的研究, 将通勤效用划分为

心理效用和衍生效用(Milakis, Cervero, van Wee, & 

Maat, 2015; Milakis, Cervero, & van Wee, 2015)。如

图 2 所示, U 代表通勤效用, 是心理效用和衍生效

用的总和, 其中 U1 表示心理效用, 指员工在心理过

渡带获得的效用(如有趣、疲劳); U2 表示衍生效用, 

指员工在社会过渡带获得的衍生效用(如满意、焦

虑)。通勤效用随着通勤时间呈现出包含“三个阶段”

的通勤效用曲线。 
 

 
 

图 2  通勤效用解析 
 

在第一阶段, 即“效用递增”阶段, 通勤时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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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效用正相关。该阶段 U1 和 U2 的边际效用都为

正, U 处于迅速增长状态。U1 在“理想通勤时间”最

大, 此后因厌倦和疲劳, 随着时间而递减。由于 U1

仍为大于零, 通勤效用 U 在“可接受通勤时间”达到

最大化。第二阶段是“通勤时间陷阱”阶段, 通勤效

用不随通勤时间显著变化。此时通勤效用 U 随通勤

时间的变化不显著, 即人们对通勤时间的变化并不

敏感。该阶段的特征是：快速递减的 U1 可以由缓

慢递增的 U2 (如居住环境或工作报酬改善)得到补

偿。第三阶段是“效用递减”阶段, 通勤时间与通勤

效用负相关。随着通勤时间的延长, U1 加速下降, U2

减速增加(因边际效用递减)。此时减少的 U1 不能

够从增加的 U2 得到补偿, 使得通勤效用 U 随时间

递减。 

2.2  婚姻状态的调节作用 

本文认为, 婚姻状态改变了工作−家庭的社会

边界及管理策略, 影响社会过渡带的构建。已婚者

需要管理边界以维持工作家庭平衡, 比未婚者多了

丈夫或妻子等边界维持者(border-keeper), 也多了

更多的家庭角色要求。然而, 未婚者大多没有区分

边界(马璐, 刘洪, 2015)。作为边界跨越者(border- 

crosser), 已婚员工需要在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之

间进行角色转换, 不断调整他们的沟通风格, 以适

应不同生活领域的要求。 

当通勤的社会过渡带较短时, 已婚者可能形成

角色冲突和工作压力。随着通勤时间延长, 社会过

渡带有助于已婚员工减少角色冲突, 缓解了 U1 的

下降, 从而形成更“平缓”的效用曲线和较长的“通

勤时间陷阱”。另外, 已婚员工还可以从通勤的社会

过渡带中获得更多 U2, 如满足家庭需要的学校、医

院等, 这降低了他们通勤效用 U 的递减速度。因此, 

随着通勤时间增加, 已婚员工的通勤效用是鲜明的

曲线。对于未婚员工而言, 他们不需要频繁地切换

工作和家庭角色, 通勤过程形成社会过渡带较不明

显, 且与家庭有关的 U2 较少, 未婚员工的通勤效用

曲线较不显著。本文提出假设： 

H1a：对于已婚者, 通勤时间对通勤效用有曲

线影响。通勤时间较短和较长时, 员工的通勤效用

较高, 在中等通勤时间, 员工的通勤效用较低。 

H1b：对于未婚者, 通勤时间对通勤效用有负

向作用。 

2.3  恢复体验的交互作用 

本文认为 , 对于未婚员工和已婚员工(社会过

渡带不同 ), 恢复体验改变了他们的心理过渡带 , 

导致他们通勤效用有所不同。恢复体验是个体在工

作应激中恢复的心理过程, 包括心理解脱、放松体

验、掌握体验等策略(如 Sonnentag & Fritz, 2007)。

心理解脱指在个体在心理上与工作相抽离的状态, 

不仅停止工作活动, 而且在心理上不去思考与工作

相关的活动。放松体验是个体通过一系列放松活动, 

以降低应激水平、减轻负面情绪, 并达到较高积极

情绪水平(Geurts & Sonnentag, 2006); 掌握体验是

个体参加与工作无关的挑战经验或技能, 如在线学

习、碎片化学习等。研究表明, 恢复体验有助于减

少失眠、抑郁等身心疾病, 减弱了工作家庭冲突对

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Moreno-Jiménez et al., 2009)。 

已婚员工通勤时间对通勤效用的曲线影响, 可

能随着恢复体验而减弱。虽然过长的通勤时间会急

剧地降低心理效用 U1, 但当员工的恢复体验强时, 

形成的心理过渡带能够减少疲劳并增加积极情绪

(Geurts & Sonnentag, 2006), 减缓了 U1 的下降速

度。同时, 已婚员工的工作边界和生活边界相互渗

透(高中华, 赵晨, 2014), 心理过渡带对工作和生活

边界的分隔, 也增加了其心理效用。对于未婚员工

而言, 通勤时间对通勤效用的负向影响, 随着恢复

体验而减弱。由于心理解脱可以阻断资源流失, 放

松体验促进资源恢复 , 而掌握体验可补充新资源 , 

恢复体验强的未婚员工能减少通勤过程的消极情

绪体验, 增加其积极情绪, 从而缓解了通勤效用的

下降。由此, 本文提出假设： 

H2a：对于已婚者, 通勤时间与恢复体验具有

交互效应。随着心理解脱、放松体验、掌握体验的

加强, 通勤时间对通勤效用的曲线影响减小。  

H2b：对于未婚者, 通勤时间与恢复体验具有

交互效应。随着心理解脱、放松体验、掌握体验的

加强, 通勤时间对通勤效用的负向作用减小。 

2.4  通勤效用与生活满意度、快乐度 

从当前文献看, 通勤时间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被广泛探讨, 然而研究分歧多于共识。通勤时间有时

与主观幸福感负相关(如 Stutzer & Frey, 2008), 有时

是正相关(如 Turcotte, 2011), 甚至不相关(Dickerson 

et al., 2014)。本文认为, 通勤效用是解释通勤时间

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之间关系的重

要因素。通勤效用源于“效用论”思想, 是从通勤过

渡带获得的效用 (心理效用和衍生效用 ), 在哲学

观、理论脉络、测量方法和发生顺序方面均与主观

幸福感存在差异。 

幸福感的形成理论可按其性质归为“自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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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和“自下而上”两类。自上而下的理论强调个人

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解释其生活环境及事件, 自下

而上的理论强调人类基本需要的满足(Tay & Diener, 

2011)。根据需要层次理论, 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的满

足对幸福感形成有重要作用, 而满足通勤“行”之需

要(效用)才会进一步产生幸福体验。相对于通勤时间

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的影响距离, 通勤时间与通

勤效用的关系更为密切。另外, 从变量的属性看, 通

勤时间是本质和客观属性, 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是

比较长久的心理状态 , 通勤效用是短暂的心理状

态。对主观幸福感而言, 通勤效用比起通勤时间是

一个更加近端(proximal)的因素。基于此, 本文假设： 

H3a：对于已婚者, 通勤效用中介了通勤时间

对生活满意度的 U 型影响。 

H3b：对于未婚者, 通勤效用中介了通勤时间

对生活满意度的负向作用。  

H4a：对于已婚者, 通勤效用中介了通勤时间

对快乐度的 U 型影响。  

H4b：对于未婚者, 通勤效用中介了通勤时间

对快乐度的负向作用。 

如图 2 所示, 在通勤时间影响幸福感的过程中, 

婚姻状态和恢复体验是重要的边界条件。一方面, 

相对于未婚者, 已婚者可利用通勤过程管理工作与

家庭的边界, 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从而形成高

水平的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另一方面, 通勤过程

的恢复体验不仅使员工在工作付出努力之后恢复

到基准水平, 还可以获取新资源以修复流失的身心

资源, 进而增强人们的幸福感(van Hooff, 2015)。也

就是说, 婚姻状态和恢复体验改变了通勤时间对生

活满意度和快乐度的影响。在分析通勤效用是通勤

时间影响幸福感的中介机制后, 本文进一步推断：

通勤时间与恢复体验(心理解脱、放松体验和掌握

体验)的交互效应, 也经过通勤效用的中介作用影

响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由此, 本文假设： 

H5a：对于已婚者, 通勤时间与恢复体验(心理

解脱、放松体验和掌握体验)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

度的交互效应, 以通勤效用为中介。 

H5b：对于未婚者, 通勤时间与恢复体验(心理

解脱、放松体验和掌握体验)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

度的交互效应, 以通勤效用为中介。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样本 

研究对象是来自广州地区在职硕士班的学员, 

主要是电子商贸、通信服务、政府部门、事业单位、

银行的行政和财务人员, 他们工作要求类似, 通勤

地点和时间较固定。为避免同源偏差的影响, 数据

采集分三次进行, 间隔 1 个月, 第一次测量通勤时

间、恢复体验和婚姻状态; 第二次测量通勤效用; 

第三次测量生活满意度及快乐度。为了匹配 3 次测

量的数据, 我们请每位被试在问卷后填写学号的后

5 位, 以方便数据的跟踪。最后获得匹配数据 822

份, 有效回收率为 84.22%。其中男性 324 人、女性

498 人; 管理人员 264 人, 普通员工 558 人; 大专学

历 335 人, 本科 487 人; 未婚 462 人, 已婚 360 人; 

工作年限均衡分布, 3 年以下 297 人, 3~5 年 208 人, 

5 年以上 317 人。 

3.2  测量工具 

(1)通勤时间。请被试回答如下问题：“您每天

上、下班通勤平均需多少分钟？即从家中到工作地

点的往返过程。”我们将通勤时间换算为小时单位。 
(2)婚姻状态。通过以下问题确定被试的婚姻状

态：“您的婚姻状态如何？(1)未婚; (2)已婚。”未婚

设为 0, 已婚设为 1。 

(3)恢复体验。采用 Sonnentag 和 Fritz (2007)

开发的恢复体验量表, 选择心理解脱、放松体验、

掌握体验三个分量表, 共 12 题。预试中删除了跨因

子载荷高于 0.35 的 2 个项目(下班路上我的身心得

以恢复和放松; 我能够在繁忙的工作后休息一下)。

正式调查采用 10 个项目, 从 1“非常不同意”到 6“非

常同意”评分。放松体验、心理解脱和掌握体验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0、0.88、0.83。 

(4)通勤效用。根据 Kahneman 等人(2004)提出

的“日重现法”, 请被试构建关于前一天的简短通勤

日记, 回答关于通勤过程的起止时间, 在哪里, 正

在跟谁一起, 对给定的积极情绪(快乐、满意等)和消

极情绪(疲劳、闷闷不乐/焦虑等)进行评分, 从 1“几

乎没有”到 6“非常多”。正式调查中积极情绪量表和

消极情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7 和 0.86, 

以通勤的积极情绪减去消极体验计算通勤效用。 

(5)快乐度。采用 PANA 量表(Watson, Clark, & 

Tellegan, 1988), 请被试评估在过去的 2 周内的积

极情绪(如兴奋、感激)和消极情绪(如难过、易怒), 

从 1“几乎没有”到 6“非常多”。本文中积极情绪量表

和消极情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1 和

0.85, 以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差值计算快乐度。 

(6)生活满意度。采用 Pavot 和 Diener (1993)开

发的生活满意度量表, 5 个条目(如我对我的生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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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 从 1“非常不同意”到 6“非常同意”评分。本

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 

(7)控制变量。根据相关研究(如：高中华, 赵晨, 

2014), 控制了性别、学历、工作年限、相对收入和

职位级别等人口学变量。相对收入量表共三个项目, 

即“①和你认识的朋友相比 , ②在你居住的地方 , 

和别人相比, ③和你同职业的人相比, 你的收入较

高吗？”从 1“非常不同意”到 6“非常同意”评分。该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 0.87。 

3.3  统计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 20.0 进行统计分析。首先, 进

行基本的描述性统计检验和相关分析; 然后, 参照

Girme, Overall, Simpson 和 Fletcher (2015)建立层级

多项式回归方程并绘制交互效应图 ; 最后 , 采用

Baron 和 Kenny (1986)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检验研

究假设。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

未婚员工和已婚员工的通勤时间和通勤效用的相关

系数分别是−0.31 和−0.29, 而通勤时间与快乐度的

相关比较微弱, 说明有必要采用非线性分析。另外, 

性别、教育、工作年限、职位级别和相对收入等控

制变量与通勤效用、快乐度和生活满意度也存在不

同程度的关联, 说明有必要在分析中加以控制。 

4.2  研究假设的检验 

借鉴 Girme 等人(2015)的分析程序, 首先对通

勤时间、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然后构建通勤

时间的平方项“通勤时间 2”, 接着分别对未婚和已

婚两个样本进行层次多项式回归分析。第一步将控

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 第二步加入通勤时间; 第三

步检验通勤时间和调节变量的交互效应; 第四步加

入通勤时间 2; 第五步分析通勤时间 2 与调节变量的

交互效应。最后检验通勤效用的中介效应。结果见

表 2。如模型 1、2a、3a 所示, 已婚员工通勤时间

负向影响通勤效用(β = −0.28, p < 0.01)和生活满意

度(β = −0.13, p < 0.01), 但是对快乐度的作用不显

著(β = −0.8, p > 0.05)。通勤时间 2 正向影响通勤效

用(β = 0.22, p < 0.01)、生活满意度(β = 0.16, p < 

0.05)及快乐度(β = 0.11, p < 0.05)。已婚员工的分析

结果验证了 H1a。其次, 通勤时间 2 与放松体验的

交互项显著影响通勤效用(β = 0.19, p < 0.05)和快

乐度(β = 0.13, p < 0.05), 通勤时间 2 与心理解脱的

交互项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β = −0.14, p < 0.05)。

交互效应的结果支持了 H2a。 
 

表 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性别  −0.09 −0.10 0.05 −0.01 0.09 0.06 0.06 0.07 0.18** 0.11* 0.17*

2. 教育 −0.08  −0.04 −0.11* 0.15** 0.13** 0.01 −0.01 0.05 −0.05 0.12* 0.07 

3. 工作年限 0.13* −0.13**  −0.27** 0.03 −0.11* −0.02 −0.09 −0.05 −0.08 −0.11* −0.03 

4. 职位级别 −0.02 −0.05 −0.28**  −0.36** 0.09 −0.13* −0.08 −0.14** −0.02 −0.14** −0.14**

5. 相对收入 −0.05 0.14** −0.08 −0.19**  −0.13** 0.19** 0.13* 0.21** 0.05 0.30** 0.41**

6. 通勤时间 0.01 −0.06 0.07 −0.01 −0.11*  −0.29** −0.05 −0.05 −0.02 −0.06 −0.14**

7. 通勤效用 0.02 0.10* −0.05 −0.04 0.14** −0.31**  0.31** 0.25** 0.12* 0.47** 0.45**

8. 放松体验 0.12* 0.03 −0.11* −0.02 0.02 −0.15** 0.20**  0.43** 0.45** 0.40** 0.29**

9. 掌握体验 −0.11* 0.06 −0.05 0.00 0.19** −0.03 0.23** 0.29**  0.18** 0.36** 0.26**

10. 心理解脱 0.17** −0.03 −0.01 0.04 0.06 0.03 0.03 0.37** 0.03  0.23** 0.24**

11. 快乐度 0.00 0.06 −0.09* −0.11* 0.20** −0.01 0.46** 0.29** 0.22** 0.02  0.48**

12. 生活满意度 0.08 0.02 −0.08 −0.01 0.29** −0.13** 0.26** 0.30** 0.07 0.17** 0.32**  

平均数 a 0.61 0.55 3.39 3.66 2.56 1.42 −0.07 4.27 3.73 3.15 0.17 3.22 

标准差 a 0.48 0.49 1.08 0.61 0.95 0.92 1.78 0.85 0.94 1.19 1.55 0.96 

平均数 b 0.61 0.66 4.85 3.43 2.60 1.47 0.10 4.12 3.54 3.13 0.16 3.46 

标准差 b 0.49 0.47 1.02 0.79 0.98 0.90 1.86 0.99 0.99 1.16 1.59 1.10 

注：① a 对角线以下是未婚员工 (N = 462), b 对角线以上是已婚员工 (N = 360; ②性别, 男性 = 0, 女性 = 1; 学历, 非本科 = 

0, 本科 = 1; 职位级别, 高层管理 = 1, 中层管理 = 2, 基层管理 = 3, 普通员工 = 4; ③ *p < 0.05,**p < 0.01。下同。④变量说明：

通勤效用和快乐度的平均数小于标准差, 是因为通勤效用和快乐度这一类幸福体验变量, 基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先计算“净值” 

(积极情绪减去消极情绪)后再计算“均值”, 与生活满意度等变量直接计算“均值”的计算方法不同, 不存在统计分析错误或大量极端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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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婚 员 工 通 勤 时 间 负 向 影 响 通 勤 效 用 (β = 

−0.29, p < 0.01)及生活满意度(β = −0.12, p < 0.05), 

对快乐度的影响不显著(β = 0.06, p > 0.05)。未婚员

工的分析结果支持 H1b。心理解脱与通勤时间对通

勤效用的交互效应显著, 但是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

度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验证了 H2b。此外, 通勤时

间 2 与放松体验的交互项显著影响快乐度(β = 0.14, 

p < 0.05), 这是一个假设以外的发现。 

图 3~图 5 为在多项式回归基础上的交互图型。

图 3(a)~图 3(c)显示：随着未婚员工通勤时间增加, 

其通勤效用、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呈现不同程度的

下降; 已婚员工通勤效用、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随

着通勤时间先下降后上升。在通勤时间陷阱 , 即

1.75 小时至 2.75 小时之间效用均衡, 人们对通勤时

间的变化不敏感。 

图 4(a)显示：未婚员工心理解脱较弱时, 通勤

时间对其通勤效用有较强的负向影响, 随着心理解

脱提高, 这种负向影响逐渐变小。图 4(b)显示：未

婚员工放松体验较弱时, 通勤时间对快乐度有很强

的负向影响, 随着放松体验增强, 快乐度随通勤时

间先升后降。另外, 图 5(a)~图 5(c)显示：已婚员工

放松体验强时, 通勤时间对其通勤效用和快乐度都 
 

 
 

图 3   通勤时间与婚姻状态的交互 

 

 
 

图 4  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恢复体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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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已婚员工通勤时间与恢复体验交互 
 

有较强的曲线影响, 随着放松体验减弱, 曲线逐渐

变为倒 U 型。图 5(c)显示：已婚员工心理解脱较弱

时, 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的 U 型影响较大, 随着

心理解脱增强, 通勤时间的曲线效应变小。 

通勤效用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2。在模型

2a、3a 的基础上, 加入通勤效用后(见模型 2b、3b), 

未婚员工通勤时间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系数

不 再 显 著 , 对 快 乐 度 的 作 用 由 不 显 著 变 为 显 著

(0.06→0.19)。这表明未婚员工通勤时间对快乐度的

影响存在通勤效用的遮掩效应 (温忠麟 , 叶宝娟 , 

2014), 部分支持 H3b 和 H4b。对于已婚员工而言, 

模型加入通勤效用后, 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对通勤

时间 2 的回归系数减少且不再显著, 这说明通勤效

用中介了已婚员工通勤时间的曲线作用 , 验证了

H3a 和 H4a。 

同时表 2 还表明, 模型加入通勤效用后, 未婚

员工通勤时间 2 与放松体验对快乐度的交互效应增

强, 其交互项的系数增加(0.14→0.18), 表明通勤效

用具有遮掩效应, 部分支持 H5b。已婚员工的模型

加入通勤效用后, 通勤时间 2 与心理解脱对生活满

意度的交互作用不再显著(−0.14→−0.07)、通勤时

间 2 与放松体验对快乐度的交互效应均不再显著

(0.15→0.04), 这说明已婚员工的通勤效用不仅传

递了放松体验与通勤时间 2 对快乐度的交互作用, 

还中介了心理解脱与通勤时间 2 对生活满意度的交

互效应, 验证了 H5a。 

5  讨论 

5.1  理论贡献 

传统经济学假设通勤时间增加必然可获得职

业、住房方面的经济补偿, 人们的效用是均衡的。

然而现实情况是“通勤时间延长未必换来相应补

偿”, 这种效用失衡的现象与经济学的传统假设相

违背, 被称为“通勤悖论”。为了解析该悖论, 本文

根据工作−家庭边界理论的思想, 从社会过渡带(涉

及衍生效用)和心理过渡带(涉及心理效用)两个方

面展开研究, 为通勤悖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发现, 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生活满意度显

著负相关。这与先前的研究一致(如 Stutzer & Frey, 

2008; Smith, 2013; Nie & Sousa-Poza, 2016)。研究

还表明, 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通勤效用负相关, 但

是与快乐度之间的关联不显著。对于已婚员工而言, 

通勤时间与通勤效用、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的函数

关系都是开口向上的二次函数。需要注意的是, 在

1.75~2.75 小时的“通勤时间陷阱”, 员工的效用达

到均衡, 对通勤时间的延长并不敏感。这不仅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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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多项式回归分析及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 1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3a 模型 3b 

通勤效用 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 快乐度 快乐度 变量 

未婚 已婚 未婚 已婚 未婚 已婚 未婚 已婚 未婚 已婚 

性别 0.04 0.08 0.05 0.13* 0.04 0.11* 0.02 0.06 0.01 0.02 

教育 0.05 0.03 −0.03 0.05 −0.04 0.04 0.01 0.10* −0.03 0.08 

工作年限 −0.01 −0.01 −0.02 −0.01 −0.02 −0.01 −0.07 −0.08 −0.07 −0.07 

职位级别 −0.02 −0.01 0.05 0.03 0.05 0.03 −0.06 −0.02 −0.06 −0.02 

相对收入 0.06 0.08 0.29** 0.35** 0.28** 0.32** 0.16** 0.19** 0.13** 0.16**

通勤时间 −0.30** −0.36** −0.12* −0.22** −0.01 −0.07 0.06 −0.08 0.19** 0.05 

放松体验 0.09 0.14* 0.28** 0.09 0.24** 0.05 0.22** 0.21** 0.17** 0.16*

掌握体验 0.21** 0.15* −0.03 0.13* −0.06 0.06 0.12* 0.23** 0.04 0.18**

心理解脱 −0.03 −0.02 −0.01 0.19** 0.01 0.20** −0.09 0.06 −0.07 0.07 

通勤时间×放松体验 0.03 −0.03 0.01 0.16* 0.01 0.17* 0.02 −0.02 0.02 −0.01 

通勤时间×掌握体验 −0.02 0.08 −0.05 −0.09 −0.04 −0.13* −0.03 0.01 −0.02 −0.03 

通勤时间×心理解脱 0.12* −0.07 0.03 0.01 0.02 0.04 0.02 0.06 −0.01 0.09 

通勤时间 2 0.03 0.22** 0.01 0.16* 0.01 0.06 0.06 0.11* 0.05 0.01 

通勤时间 2×放松体验 0.01 0.19* −0.01 0.03 −0.01 −0.04 0.14* 0.15* 0.18* 0.04 

通勤时间 2×掌握体验 −0.01 −0.02 −0.05 0.05 −0.05 0.06 0.01 −0.05 0.01 −0.05 

通勤时间 2×心理解脱 0.02 0.01 0.09 −0.14* 0.09 −0.07 −0.06 −0.01 −0.07 −0.01 

通勤效用     0.20** 0.34**   0.45** 0.37**

R2 0.191 0.266 0.198 0.316 0.231 0.399 0.171 0.292 0.332 0.398

ΔR2     0.033 0.083   0.161 0.106

ΔF     17.78** 49.61   111.45** 58.88**

 

了通勤时间与幸福感无关的研究结论(如 Humphreys 

et al., 2013; Dickerson et al., 2014), 而且与通勤时

间增加幸福感的研究结果一致 (如 Olsson et al., 

2013; Turcotte,2011)。这些研究结果说明：第一, 婚

姻状态不同(社会过渡带不同), 通勤时间影响幸福

感的方式存在差异 , 验证了本文的社会过渡带观

点。第二, 当前文献偏向于主观幸福感的认知维度

(如 Stutzer & Frey, 2008; Robert et al., 2014), 很少

考察幸福感的情绪维度。本文综合考察了主观幸福

感的认知维度(生活满意度)和情绪维度(快乐度), 

发现通勤时间对快乐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所

不同, 这拓展了当前的文献。第三, 先前关于通勤

时间与幸福感的研究结论不一, 本文的发现有助于

化解先前文献的分歧, 推进研究结果的整合。 

本文还发现, 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心理解脱的

交互效应显著, 已婚员工通勤时间 2 与放松体验的

交互效应显著。亦即对于未婚员工, 心理解脱的调

节作用较为突出; 对于已婚员工, 有效的恢复策略

是放松体验。这可能是因为：未婚员工采用基本的

恢复体验, 即心理解脱, 可以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

区分开, 构建心理过渡带; 已婚员工需要更深层的

恢复体验, 即放松体验, 才能形成通勤的心理过渡

带。然而, 掌握体验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可能因

为：掌握体验需要耗费身心资源, 在适度劳动下能

够补充新资源并构建心理过渡带。然而, 中国人均

年工作时间介于 2000~2200 小时(吴伟炯, 2016), 在

过劳频发的情况下, 员工使用掌握体验的效果显然

不佳。本文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已婚员工心理解

脱增强时, 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的 U 型影响减弱

了, 本文对此的解释是：通勤的社会过渡带与心理

过渡带互为补充。当工作与家庭边界模糊, 通过心

理解脱构建心理过渡带, 可以减缓工作与家庭的冲

突, 降低通勤时间的负向影响; 随着通勤时间的延

长, 时间过渡带和物理过渡带都延长了, 心理过渡

带的作用降低。以上结果支持了心理过渡带的观点。 

本文剖析了通勤时间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研

究证实, 未婚员工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

的影响以通勤效用为中介; 对于已婚员工, 通勤时

间 2 对生活满意度、快乐度的作用经过通勤效用发

挥出来。深入分析发现, 对于未婚员工而言, 通勤

效用在通勤时间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具有完全中介

效应, 但是在对快乐度的影响上, 通勤效用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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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掩效应(温忠麟, 叶宝娟, 2014)。亦即如果没有引

入通勤效用, 那么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快乐度之间

的实际关系就被掩盖了。对于已婚员工而言, 通勤

时间对生活满意度、快乐度的非线性影响以通勤效

用为完全中介。此外, 无论婚姻状态如何, 心理解

脱和放松体验对通勤时间影响效果的调节效应仍

是以通勤效用为中介。以往的研究很少直接考察通

勤效用, 未能剖析“通勤悖论”的深层原因。本文表

明, 对于未婚员工和已婚员工(社会过渡带不同)来

说, 通勤效用发挥的作用不同的(心理过渡带不同), 

使得人们配置等量的通勤时间形成不同的幸福感。

这说明, 聚焦通勤效用才能够真正地揭示通勤时间

与幸福感的关系。总之, 本文以社会过渡和心理过

渡的新视角 , 打开了通勤时间影响幸福感的过程

“黑箱”, 深化了“通勤悖论”的研究, 对政府、企业

和个人都有积极启示。 

5.2  管理启示 

根据上述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管理建议：(1)规

避通勤时间陷阱。本文表明 , 通勤时间陷阱介于

1.75~2.75 小时。城市管理者的规划应该致力于帮

助市民跨越通勤时间陷阱, 同时支持企业灵活办公

方式、采取弹性工作制和提供班车服务, 增加市民

的通勤效用, 规避通勤时间陷阱, 有利于在整体层

面提升城市幸福水平。(2)构筑通勤的社会过渡带。

通过培育传统观念、降低成家成本、拓展婚姻渠道

等方式, 减少单身者的比例, 构筑通勤的社会过渡

带, 也是克服“通勤悖论”和应对“职住分离”需要兼

顾的重要举措。(3)强化通勤的心理过渡带。对于未

婚员工和已婚员工(社会过渡带不同)来说, 通勤效

用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心理过渡带不同)。在当前

中国主要城市的通勤时间普遍较长的情况下, 组织

和员工根据社会过渡带的不同, 强化通勤的心理过

渡带(未婚员工侧重心理解脱, 已婚员工侧重放松

体验), 可以有效提升个人的幸福水平。 

5.3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之处：首先, 选

取的研究对象为来自同一城市的白领, 为提高外部

效度, 未来可以针对不同城市和其他职业人群进行

实证检验。第二, 由于研究精力所限, 本文只探讨

了通勤时间与幸福感的关系, 但通勤时间对工作家

庭(如冲突、促进、溢出等)的影响过程是否也符合

本文的理论预测？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第

三, 鉴于中国的“工作干涉家庭”更严重, 本文将研

究重心置于下班的恢复体验, 但是关于上班(家庭

→工作地点)的通勤过渡带还值得进一步挖掘。最

后 , 本文的调节变量只关注恢复体验和是否成婚 , 

婚姻长短、子女数量、组织支持、通勤方式和城市

特征(如交通服务、土地利用)是否对过渡带具有影

响？这尚待更深入地探讨。 

6  结论 

本文从社会过渡带和心理过渡带两个方面解

析“通勤悖论”。通过对广州市白领的追踪调查和多

项式回归分析, 结果发现：婚姻状态(社会过渡带)

具有调节作用, 未婚员工通勤时间负向影响生活满

意度, 已婚员工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有

曲线影响 ; 恢复体验(心理过渡带)具有交互效应 , 

心理解脱调节了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通勤效用的

关系, 放松体验调节了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快乐度

的关系; 已婚员工通勤时间与通勤效用和快乐度的

关系受放松体验调节, 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受心理

解脱调节; 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的影响, 

以及婚姻状态和恢复体验的调节效应, 以通勤效用

为中介; 员工在“通勤时间陷阱” (1.75~2.75 小时)

的效用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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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ving “Commuting Paradox”: How commute time influences subjective well-being 

WU Weijio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People in today’s society spend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their time traveling to and from work. Researchers 

have rightfully concerned themselves with the question of if and how commuting affects people’s lives. Some 
behavioral economists suggested that commute time play a negative effect on individuals’ life satisfaction. This 

phenomenon is called “commuting paradox”, in which individuals’ utility are imbalance due to longer 

commuting time is not compensated. The present study regards commute time as the work-family transition zone, 
such as social transition zone and psychological transition zone. With these perspectives, we aimed to examine 

the moderating roles that marital status (social transition zone) and recovery experiences (psychological 
transition zone) pla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te ti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hat is more,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of commuting utility was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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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test our model, we conducted a survey on 822 part-time graduates from three college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3 follow-up surveys to avoid the common method bias.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fill out 

questionnaires at three time points (Time 1: commute time, marital status and recovery experiences; Time 2: 

commuting utility; and Time 3: satisfaction with life, happiness). These variables were assessed by: commute 

time survey, marital status survey, recovery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PANA scale, 

and Princeton affect and time survey. All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s were acceptable (ranging from 0.83 to 

0.9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hierarchical polynomial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applied to test the hypothes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marital status (social transition zone) moderated effects of commute tim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e., unmarried employees’ commute time had negative impact on life satisfaction, 

married employees’ commuting time had U shape impact on life satisfaction, happiness and occupational 

well-being; (2) recovery experiences during work→home commute (psychological transition zone) moderated 

effects of commute time on outcome variables, i.e., 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moderat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unmarried employees’ commute time and commuting utility; relax experience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married employees’ commute time and happiness; (3) effects of married employees’ commute time 

on commuting utility and happiness were moderated by relax experience, where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ried employees’ commute ti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were moderated by 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4) 

commuting utility not only mediated the effects of commute time 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but also 

mediated the moderations of marital status and recover experiences; (5) employees’ utility equilibrium were 

found during “commuting time trap” (1.75 h - 2.75 h), in which longer commuting time was compensated. 

Significance: The present study analyzed the commuting paradox from two aspects, including social 

transition zone and psychological transition zone. Then we built a theoretical model regarding how commute 

time influences employee’s subjective well-being. Together, our findings contribute to the literature by helping 

to (a) provided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for commuting paradox, (b) integrate commuting utility, life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c) resolve mixed findings regarding the issue of commute ti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of our findings, limitations, as well a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commuting paradox; subjective well-being; commute time; recovery experience; commuting 

transition zone. 

 


